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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可比性及其评估

朱景文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决议当中, 特别提出要构建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评标

准。 就此, 我想谈两个问题: 一个是法律评估 (亦即法治指标体系构设) 的前提, 就是法治可比

性的问题; 第二个是法治评估, 就是指标体系的设计问题。

一、 关于法治评估的可比性问题

我想, “法治” 的概念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特征组成的, 包括之前陈光中教授和张文显教授

提到的规则之治、 良法之治、 法律的平等公正实施等等, 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 这个概念都是

不完善的。 但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 法治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 都是有界限的。 法治评估既

要注意普遍性, 也要注意特殊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可比性。 无论是在国际层面上把中国和西方国

家、 日本、 南韩等国家进行比较, 还是在国内层面上对各个省、 地区做比较, 法治评估都建立在可

比性的基础上。 可比性的前提当然是共同性, 但既然是有特殊性的--世界各个国家、 同一国家不

同地区的发展基础和水平是不一样的, 其经济历史传统是不一样的--就需要做类型化的处理。 在

中国做法治评估的时候, 类型化的处理至关重要。
首先, 关于规则之治。 在中外历史上, 法治的概念都意味着规则之治, 它是与人治或者自由裁

量相对立的。 任何规则都起源于没有规则的自由裁量, 只是在这种自由裁量反复出现的情况下规则

才形成。 与人治和自由裁量相比, 法治的优点在于对任意的控制、 经济和可预期。 按照结构功能主

义的观点, 在一定程度上, 法治与自由裁量成反比, 政府官员有大量的自由裁量就有较低程度的法

治, 有较少的自由裁量就有较高的法治。 但是也必须看到, 自由裁量是不可避免的。 大家学法学的

都知道, 这些情况下需要自由裁量: 第一, 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 第二, 规则过时了; 第三, 规则

不清楚或者太原则。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法治适于正常的、 可预期的社会, 而不适于非正常的、 不

可预期的快速变化的风险社会。 在这些社会, 规则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 自由裁量仍然是必不可少

的。 这就是我想讲的规则之治的界限问题。
其次, 关于良法之治。 法治不仅是规则之治, 良法是法治的前提。 什么是良法? 良法是一种价

值评价标准。 良法包括这几种要素, 一种是科学的评价, 它的标准是真与假。 比如说, 食品卫生、
药品安全、 建筑质量等等, 这样的标准就是科学的标准。 第二个是现实主义标准, 就是现实与否。
尽管有些规则从科学角度上来讲是良法, 但是从现实主义标准来看未必如此。 比如像北京的禁放

令、 美国的禁酒令都是如此。 第三个是价值评价或者说是规范性的评价, 这也是一种标准,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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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标准、 历史传统标准。 这种标准在进行国际比较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西方国家对中

国的法治评价就可能是很低的, 中国对西方国家和其它一些国家的评价也是很不一样的。 这都是不

可回避的问题。 规范性评价涉及标准的普适性和特殊性问题。 所谓特殊性, 世界各国在国际评价的

时候要承认和尊重不同的模式。 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讨论的宪制模式, 具体而言, 它实际包括不同

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 像西方的分权模式、 中国的人大模式; 还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像联邦制、
单一制和一国两制; 在政党关系方面, 也有多党制、 一党制、 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等等。 如果你

站在某一个标准的基础上来衡量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往往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评价。 但是我认为在

法治评估的时候, 尤其是在国际视野下进行评估的时候, 还是有普适性的。 也就是说, 在所有的模

式中, 法治的核心都在于如何控制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 无论采取怎样的一种政体和政治制度, 如

果那种政治制度、 那种政体的权力是不可控制的话, 那绝不是良法之治。 反之, 如果能够得到控

制, 当然它应该是良法之治。
再次, 关于法治的平等实施。 法治不仅意味着它是一个法律规则的体系或书本上的法, 而且更

重要的在于这些规则应该在社会上实现, 应该平等地实施。 我想当我们谈到法律的平等实施, 应该

包括三种: 一个是主体的平等, 就是平常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对任何人都应该平等对待; 再一

个就是空间上的平等, 在一国范围内, 无论这个事情发生在哪个地方, 都应当平等对待; 还有一个

就是时间上的平等, 在法律没有修改的范围内,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平等对待。 这个就是所谓平等

地实施。 但是在现实当中, 我们又看到了另一面, 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下并非平等地实施。 其一, 身

份平等问题。 不同身份主体不同对待, 比如对穷人、 妇女、 少数民族等特殊待遇, 在税法、 社会保

障法、 社会责任法领域广泛存在, 是一个通行的法则。 其二, 地区平等问题,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

同的地区经常是区别地对待。 其三, 时间平等的问题, 我们经常遇到的所谓严打的问题, 所谓运动

式执法的问题, 在警力不足, 在我们的力量不足、 时间精力不足的情况下, 只好这个时间这么做,
过一段时间就另一种做法, 这也是一种常态。 平等实施需要物质保证, 这就是人员保证、 经费保

证、 时间保证等。 如果没有这些保证的话, 不平等、 有选择的实施就是必然的--就是有时执行,
有时不执行; 有的地方执行, 有的地方不执行; 对有的人执行, 对有的人不执行--所谓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现象是经常存在的。

二、 关于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问题

大家都知道, 现在 WJP (World Justice Project, 世界正义工程) 有一个法治指标的全球排名,
从 2010 年开始到目前已经做到 2014 年的指标, 包括中国在内。 按照其排名, 在全球 99 个国家当

中, 中国的法治指标排到第 76 位。 依其区域排名, 中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 15 个国家中排列第 13
位。 它的分项指标包括限制权力、 反腐败、 政府公开等等。 其中, 在 “限制权力” 项下, 中国全球

排名第 92 位, 亚太地区排名第 13 位; 在 “反腐败” 项下, 中国全球排名第 49 位, 东亚地区排名

第 10 位, 中高收入国家排名第 15 位; 在 “政府公开” 项下, 中国全球排名第 74 位, 亚太地区排

名第 11 位, 中高收入国家中排名第 24 位; 在 “基本权利” 项下, 中国全球排名第 96 位, 亚太地

区排名第 14 位, 中高收入国家排名第 29 位。 这样一个排名, 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我们要做法治

利亚、 新加坡、 日本、 韩国、 香港、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泰国、 蒙古、 菲律宾、 越南、 中国、

常大的, 比如说新加坡, 实际上是一个城市国家, 你把它和偌大的拥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相比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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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这些事情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以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为例,它所包括的国家(地区)有新西兰、澳大

缅甸和柬埔寨。如前所述, 在这些国家(地区)中国排到第13 位。实际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背景差别是非



比? 当然我绝不是说中国一切事情都做得非常好, 但是这样一种比较如果不做类型化处理的话, 会

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 这样一种排名, 这样一种指标出来以后, 本身它的可信度都会是成问题的。
我想拿到中国同样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现在我们做的这些法治指标的排名, 往往都是在某一个省

甚至某一个市、 某一个地区的范围内, 如果拿到全国去做这样的排名的话, 若不做类型化的处理,
这样的排名、 这样的评估结果必然会受到许许多多的指责。

随之, 我国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应当如何设计? 我们最近做的法治评估, 国内的一个基本思路

是这样的: 法治的核心是控制任意或者自由裁量。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官方和学者希望从一系列

的链条定义法治, 比如 1978 年提出的 “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2012 年提

出的 “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等。 不管上述表述是否完全准确, 其意欲说

明的是, 法治应当反映在从法律制定到法律实施的法律机制的各个环节之中, 所以必须考虑到方方

面面或者说基本的大的方面。 现在我们考虑的就是这六个方面, 即立法、 行政执法、 司法、 非诉讼

纠纷解决、 法律服务及法学教育。 法治评估的关键问题就是: 究竟什么是法治? 靠什么指标来评估

法治? 因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改革目标, 我们提出在法治评估中, 把

“治理体系指标、 治理能力指标、 治理效果指标” 作为三个一级指标, 然后每个一级指标分为若干

个二级指标。 比如, 治理体系指标分为法律化指标、 法律程序指标、 法律机制指标; 治理能力指标

分为职业能力指标、 公开性指标、 效益指标; 治理效果指标分为控权指标、 人权指标、 安全指标和

守法指标等。 这是一个初步的意见, 我们正在根据这样一个指标体系设计问卷, 期望能够通过这样

的指标体系对整个中国的法治发展状况做出尽可能客观、 合理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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